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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乌托邦彼岸》是汤姆·斯托帕德创作的一部俄国历史剧，讲述了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反抗沙皇独裁、

推翻封建农奴制的过程。剧中包含了激进与非暴力革命之间的冲突，但斯托帕德并未明确表达自己对这

些冲突的历史态度和政治立场。本文以讽刺和嘲弄的角色塑造手法作为切入点，分析了斯托帕德对剧中

两大主角巴枯宁和赫尔岑的态度，发现他对巴枯宁及其暴力革命是赤裸裸的讽刺，而对赫尔岑及其非暴

力革命是较为中立的嘲弄态度。通过对两种斗争形式的不同处理方式，能够较为明显地看出剧作者反对

暴力革命的历史态度，并映射其对于当今英国社会的政治意图——通过非暴力的反战方式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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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ast of Utopia is a Russian historical play written by Tom Stoppard. It narrates the story that 
the Russian intellectuals in 19th century fought against the dictatorship of tsars and overthrew 
the feudal serfdom. This play is full of conflicts between radical and non-violent revolution,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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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pard does not express his historical attitude and political position about these conflicts. Based 
on satire and irony, which are different role building techniques in this play, this article analyzes 
Stoppard’s attitude towards Bakunin and Herzen, and finds that his attitude to Bakunin and his 
violent revolution is obvious satire, while to Herzen and his non-violent revolution is obscure iro-
ny.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two forms of struggle, the historical attitude of 
Stoppard is obvious, i.e., opposing violent revolution. Also, his political intention for today’s socie-
ty can be projected, i.e.,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through non-viol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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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 1937-)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英国戏剧史上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他曾

凭借《罗森格兰玆和吉尔登斯吞已死》(Rosencrantz and Gildenston are Dead)、《戏谑》(Travesties)、《真

相》(The Real Thing)、《乌托邦彼岸》(The Coast of Utopia)四次获得美国话剧和音乐剧最高奖——托尼奖。

他担任联合编剧的电影作品《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Love)更是为他夺得了包括奥斯卡金像

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在内的三项国际大奖。此外，他还创作过《跳跃者》(Jumpers)、《好男孩都应受

到恩宠》(Every Good Boy Deserves Favour)、《阿卡迪亚》(Arcadia)、《摇滚音乐》(Rock ’n’ Roll)等三十

多部舞台剧、电影、电视剧，是一位高产的剧作家。但这位使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著名剧作家，却并非英

国出身。他是一个拥有犹太血统的捷克人，幼时在动荡的战火中随父母辗转于新加坡和印度，其父亲也

在逃亡中不幸去世。后因母亲改嫁一位英国军官，从而获得了英国身份和斯托帕德的姓氏。这样的人生

经历对其日后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他的作品中总是涉及到对历史和政治斗争的

讨论；另一方面，却又不肯为此类讨论下结论。这种矛盾的创作方式，体现出他有意将自己的政治观隐

藏在文字中，不愿意明确表达自己对当今时政的看法。本文选取斯托帕德的历史剧《乌托邦彼岸》为研

究对象，关注他对剧中主要人物的不同讽刺方式，进而分析他在剧中暗含的政治观。 

2. 讽刺性创作的时代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斯托帕德在英国剧坛初出茅庐的时候，正值战后现实主义戏剧发展的高潮。英国戏

剧界涌现出约翰·奥斯本、爱德华·邦德等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家，在作品中为悬殊的社会差距、尖

锐的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大声疾呼，但斯托帕德似乎并未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七十年代后，虽

然他的创作主题开始涉及东欧政局，但也只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为那里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政治迫害

表达不满。这更类似于一种政治讨论，而非对社会问题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他声称艺术不应该直接被

用来追逐社会功效，只能“为世人构建一个道德的基体，竖起一个世人赖以评判世界的道德坐标”([1], p. 
64)。因此他没有在作品中直接体现社会冲突，也没有为任何政治事件下过定论，以此“希望自己不要被

贴上左翼或右翼的标签”([2], p. 37)。 
斯托帕德在大多数涉及到政治和历史的剧作中，都秉持这样的创作态度，《乌托邦彼岸》就是此类

剧作中典型的例子。这部剧讲述了 1833 年至 1868 年期间，以赫尔岑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100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师艺荣 
 

 

DOI: 10.12677/wls.2022.101009 58 世界文学研究 
 

在沙皇统治时期，为争取政治自由、解放农奴所进行的斗争与革命，展现了一幅宏大的俄国、东欧、乃

至整个欧洲的历史画卷。剧中包含了不同知识分子对革命应采取的态度和方式所进行的大讨论，以巴枯

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激进的斗争形式，而以赫尔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主张非暴力的革命方式。尽

管这两股力量在剧中相互冲撞，但作者并未在剧中明确表达自己的倾向。 
斯托帕德的这种创作态度，究其根源，来源于他动荡的童年经历。他的母亲深知犹太血统和捷克身

份意味着纷飞的战火和惨痛的回忆，因此在英国安定之后就一直对他们的身份三缄其口，似乎要与过去

彻底断绝关系。而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英国少校，斯托帕德的继父也不愿成为犹太孩子的父

亲。这些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斯托帕德。他将英国这个赋予自己自由和全新生活的地方视为故乡，对这片

土地深表感激。尽管他也未曾忘记自己原本的捷克身份，特别是当他得知捷克知识分子在故国遭到迫害

时，他对捷克的身份认同感逐渐显现出来，但这种身份认同感无法与几十年平静生活带来的幸福感相抗

衡。正是在这种矛盾态度的驱使下，他的创作中只有对政治观点的中立讨论，而没有明确的结论和对社

会问题的直观反映。因此在《乌托邦彼岸》这类历史剧中，他拒绝在激进和保守之间做出选择，只涉及

到对历史的讨论。 
但在任何文学作品中，“为了历史而书写历史”的创作目的是不存在的。历史叙述的目的应该是映

射现在，为当代提供指导意义。海登·怀特曾在《话语的转义》中指出，“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

去研究的价值，不是为过去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观察现在的视角，以便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自己时

代所特有的问题。”([3], p. 44)尽管斯托帕德声称艺术不该被用于追逐社会功效，但其剧作中对历史的叙

述，一定隐藏着对当今社会的指导价值，这是他创作《乌托邦彼岸》的最终目的。他只是将这种政治观

隐蔽在剧本和舞台的背后，以隐晦的方式加以呈现。 
《乌托邦彼岸》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而成。剧中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发言人，巴枯宁和赫尔岑，

在历史中均有其原型。巴枯宁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废除政府当局与权力机构的统治，

认为无论国家政府的性质如何，一定会对人民进行剥削。因其激进的观点和暴力的革命形式，他被看作

是第一国际的分裂者和热衷于暴动的恐怖主义者，但他的出发点是广大人民群众，希望通过革命实现人

民的真正解放。赫尔岑是俄国哲学家、革命家，曾创办伦敦自由印刷所，出版《北极星》、《钟声》等

刊物，揭露沙皇专制，宣传民主思想，被誉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 
《乌托邦彼岸》对这两位角色的塑造，取材于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一书。尽管当今史学

界普遍能以较为客观的方式评价俄国的几位思想家，但此书中抑巴枯宁而扬赫尔岑的观点，极大地影响

了《乌托邦彼岸》中几位角色的塑造。斯托帕德以讽刺的笔触描写了巴枯宁，将其刻画成一个只有行动

力而没有思考力的小丑；而剧中的赫尔岑则被塑造为理性的革命斗士，赢得了观众和读者的尊敬。讽刺

的是，尽管赫尔岑被赋予了更为睿智理性的形象，但在剧终时，他仍然没能带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赫

尔岑的形象与结局之间存在矛盾，这种角色塑造方式也被视为一种讽刺，只是这种讽刺的程度较弱，被

称为嘲弄。 
讽刺(satire)和嘲弄(irony)是剧中两种主要的角色塑造形式。讽刺以夸张、歪曲的方式塑造角色，以达

到舞台上的喜剧效果。通过将反面人物的愚蠢、丑陋、贪婪等缺点进行夸大，从而营造喜剧氛围，使观

众在笑声中更为深切地体会到这些“假恶丑”的错误行为，进而对社会起到调整、矫正的作用。嘲弄则

是更为隐晦的讽刺方式。其讽刺对象并非是丑恶行为和反面角色，而是普通人、甚至正面人物。其目的

也并非是打击、对抗“假恶丑”的行为，而是作者对不可避免的失败、误会等情节产生的无奈之举。英

国评论家戴维·洛奇曾对嘲弄进行过精辟的概述，“当读者意识到实际情况与人物的理解出现偏差时，

就产生了一种叫做‘戏剧性反讽(嘲弄)’的效果。”([4], p. 197)在诸如此类的情节和意义相悖反的矛盾中，

读者和观众难于搞清作者对角色的态度，甚至作者本人也持犹豫和彷徨的态度。弗莱在《批评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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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对嘲弄和讽刺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嘲弄与讽刺的主要区别，在于讽刺是咄咄逼人的嘲弄……。

单纯的抨击或怒斥(‘相骂’)属于讽刺，因其中很少含有同情成分；与此相反，当读者摸不清什么是作者

的态度，或对自己应采取什么态度心中无数时，这便是嘲弄，其中很少含有敌意成分。”([5], p. 325)在
《乌托邦彼岸》中，斯托帕德对巴枯宁和赫尔岑正是分别采用了讽刺和嘲弄的塑造方式。通过分析剧中

两种不同的角色塑造方式，能够判断作者对于两位主角的态度和倾向。 

3. 讽刺与嘲弄的创作对比 

《乌托邦彼岸》共分为三个篇章——《航行》、《失事》及《获救》，完整展现了 1833 至 1868 年

期间，赫尔岑、巴枯宁、奥加廖夫、别林斯基等俄国知识分子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经历。整部剧中，巴

枯宁以其激进的斗争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剧作者对这位主角的狂热革命，采取了毫不留情的

讽刺态度。首先，斯托帕德讽刺了巴枯宁在家庭生活中的狂热。巴枯宁说服姐妹们相信父母的包办婚姻

一定是不幸的，因此拆散了两位姐姐与贵族的婚约，而他所谓的自由恋爱竟然是对亲妹妹产生的不伦之

恋。斯托帕德强烈地讽刺了这种行为，他明确地将悲剧结局赋予了这个家庭——大姐柳波芙思绪过度染

疾身亡、二姐瓦莲卡独自带着孩子艰辛度日。这是对巴枯宁在家庭和爱情观中持有狂热态度的直接讽刺。 
其次，巴枯宁在革命道路上的狂热之情也遭到了讽刺，几乎所有的革命都以失败告终。他在思想上

随波逐流，经历了对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康德的唯心主义、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的客观唯

心主义等不同哲学理论的信仰，然而其思想的转变只是在随大流，并未将自己的思考参与其中。每一次

思想转变之时，他只是简单地说出“谢林让我误入歧途”([6], p. 23)、“费希特让我误入歧途”([6], p. 38)
这样的搪塞之词，就堂而皇之地转向了另一种思想。斯托帕德以此方式塑造的巴枯宁，是一个没有思辨

能力、毫无坚定信念、只能任人牵着鼻子走的巴枯宁。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者，却在思想上毫无主观能动

性，扮演着一个提线木偶般的角色，这是对他的极端讽刺。 
巴枯宁在思想上的莽撞也直观地反映在其革命道路上。在革命开始之前，他不会设立目标，而是像

无头苍蝇般四处乱飞，漫无目的，东碰西撞。他执意反对父亲为自己安排好的军队生涯，但投身革命道

路之后，又因急躁的性格和虎头蛇尾的行事风格，将自己的革命事业搞得一团糟，导致包括他在内的大

部分革命者被捕。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革命者，能够进行统筹安排和周密计划是必备的革命能力，

但显然，斯托帕德笔下的巴枯宁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只是一个如同被人操控的战斗机器，破坏性强，

但不知向何处发力。作为一个革命者却不知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对巴枯宁这一角色最根本的讽刺。 
剧中最具讽刺特征的场景是巴枯宁四处向人借钱的桥段，在全剧中竟然出现十一次之多。从家人到

同僚，他一出场就开口借钱，几乎成为剧中最大的笑点。初期，他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但他的行事作风始终没有任何变化，到后来甚至连五法郎车费都需要四处讨要，单单是“这是我最后一

次向你开口”([6], p. 118, 126, 252, 266)这句话就从他口中说出四次。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却开口向

别人讨要一些小钱，如此巨大的反差，造成了舞台上的喜剧效果。观众嘲笑巴枯宁的行事风格，以讽刺

他在身份和行为上的落差，斯托帕德正是以这样近乎荒诞的方式将巴枯宁塑造为一个丑角。通过剧场中

的笑声，他希望观众能够意识到巴枯宁式激进革命的破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反对这种斗争形式。 
与巴枯宁相反，斯托帕德对赫尔岑的态度则缓和了许多。他追寻乌托邦的过程经历了初期的激进、

中期的迷茫和后期的保守，最终发现乌托邦彼岸永远无法到达。与巴枯宁相比，斯托帕德对赫尔岑的态

度更显中立，但仍能感受到剧情中暗含的嘲弄。 
在《航行》中，赫尔岑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对革命持有极大的热情。在审查制度极为严厉、

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仍然敢于以讨论时政为话题。他将激进的态度付诸现实，

计划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而被捕入狱，最终被流放六年。在第一阶段斗争受挫、经历流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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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的赫尔岑开始反思自己的革命道路，企图找到新的方法带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在《失事》中，

他首先出发前往法国，希望借鉴西方革命之路。在巴黎期间，他经历了二月革命和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目

睹并亲身经历了一系列暴力革命的失败。此后，他终于对西欧民主运动感到失望，明白暴力革命的方式无

法取得胜利。此时，他的家庭生活也遇到极大的困难，儿子在海上丧生，妻子出轨，最终死于难产。至此，

赫尔岑几乎已经落得家破人亡，在海外的流亡生涯跌入谷底，追寻乌托邦的梦想彻底破灭。但他并没有停

止探索的脚步。在《获救》中，英国成为赫尔岑下一个避难所。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赫尔岑创办自由印刷

所，通过《北极星》和《钟声》两份报刊向俄国国内传递革命思想，推动了农奴制的废除。但这一切仍然

只是革命取得胜利的表象——改革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农民受到的剥削不降反增。而《钟声》最终也因

被迫支持巴枯宁的激进革命而停刊。此时的赫尔岑已经接近了生命的终点，他终其一生探寻革命之路，最

终不得不承认乌托邦是不可到达的，“可是不存在这种地方，因此它被称作乌托邦。”([6], p. 269)。 
反观赫尔岑的整个斗争经历，能够发现他探寻乌托邦的过程充满了理性与反思。从激进到非暴力的

转变，使他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胜利。然而在经历各种尝试之后，赫尔岑得出的结论是“乌托邦无法到

达”，换言之，乌托邦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即使理智、勇敢、坚定如赫尔岑，也永远不可能带

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如果是这样，赫尔岑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毫无意义，他的行为和结局之间形成了强

烈的对比和矛盾，剧作者和观众都无法对其行为的对错做出判断。斯托帕德对赫尔岑的态度不明显、不

直接，观众在面对赫尔岑时，很难对他的行为进行赞扬或指摘，更多的是为他遭遇的不公表示愤怒和同

情，这种角色塑造方式是较为明显的嘲弄。 
斯托帕德以讽刺和嘲弄的方式塑造了剧中的两位主角，无论他们采取激进还是非暴力的方式，都无

法带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剧作者也认为，任凭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者采取什么方式，都无法抵达乌托

邦彼岸。但讽刺和嘲弄两种方式本身具有很大区别，斯托帕德有意使读者和观众对赫尔岑的态度产生困

惑，表明他并非完全反对赫尔岑的斗争方式。通过讽刺和嘲弄之间的对比，剧作者为如何应对现实中遇

到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4. 讽刺性创作的政治目的 

斯托帕德对巴枯宁和赫尔岑不同的讽刺方式表明，尽管赫尔岑未能带领俄国革命走向胜利，但剧作

者认为他的革命方式中仍有可取之处，因此在剧末将实现乌托邦的希望寄予了未来。“继续，明白天堂

的岸上无处登陆，然而还是要继续。让人们睁开眼睛，而不是抠出他们的眼珠。在他们身上唤起善的方

面。”([6], p. 268)这是赫尔岑在落幕前对年轻时自己的告诫，尽管一生受挫，他仍然认为乌托邦将在遥

远的未来实现。 
这一点也可以从剧中的婴儿车意象得到体现。婴儿车是全剧唯一贯穿始终的意象。婴儿车中的孩子，

从萨沙变成塔塔、科利亚、奥莉加，直到莉莎。除了耳聋的科利亚不幸夭折，其他孩子最后都直接或间

接地参与到革命中来。萨沙在自由印刷所第一次印出成品时已经在做父亲的助手。赫尔岑甚至做了一件

极具仪式感的事情——在除夕之夜将自己的书当众传给儿子，这暗示着将革命的希望赋予未来。而塔塔

在最后一幕中已经成为“赫尔岑的助手，也是知己”([6], p. 264)，在生活和革命中给了年迈的赫尔岑极

大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未来就在这些充满希望的孩子手中，赫尔岑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将自己手中的

火炬传给了下一代，但不是以流血牺牲的方式进行，而是以更为中立的态度争取胜利。在明白天堂无彼

岸的前提下，依然敢于砥砺前行。 
赫尔岑是现实世界与乌托邦之间的摆渡人。他探索道路，不急于求成，将希望置于未来。尽管这样

会导致革命胜利的速度放慢，但只有踏稳脚步、踏实前进，才能真正看到胜利的曙光。斯托帕德赞同赫

尔岑的斗争形式，他同样认为非暴力的革命方式更适合一个时代的进步。尽管乌托邦的状态并没有在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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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岑的手中实现，但只要坚持这种革命态度，就能在未来看到希望的曙光。这就是斯托帕德在本剧中的

历史观。 
通过分析剧作者在《乌托邦彼岸》中隐含的历史观，已经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他所支持的斗争态度

和发声方式，但这绝不仅仅是他对十九世纪俄国革命的简单评论。任何对历史的表态都隐含着作者借古

喻今的声音，这是斯托帕德之所以以隐晦方式创作这一剧作的根本原因。他在剧中对角色的不同创作方

式映射出他对当今政治的态度。 
在上个世纪之交，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统治之下，社会各界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活力场景。但在繁

盛的表面之下，也隐含了大量社会问题，如阶级差距扩大、经济不平等加剧等，这导致了一系列更严重

的问题，如企业破产、失业率增加，并进一步引发了暴力、酗酒、吸毒等社会问题。有学者曾指出，在

当时的英国社会中，“经济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资源抛售、产业空洞化、社区瓦解、以及由此导致

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是任何批评撒切尔主义的人都熟悉的主题。如果再加上最近的养老金危机、教育水

平下降、电视节目低俗化、消费主义抬头、房地产市场失控等等，那么当代英国的形象开始不可思议地

与俄国相似。”([7], p. 354)尽管英国并非斯托帕德的出生地，幼年的动荡经历也限制了他对时政的发声，

但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相反，他一直在探寻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以适合自己的

方式发表观点。他在整部《乌托邦彼岸》中所做的事情——在暴力与保守的相互抗衡之间找到最适合当

今社会发展的改革方式，正是他为此所做的努力。很明显，他在剧终时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也是

他在剧中隐含的政治态度——通过反思十九世纪俄国革命史，进而映射当下英国社会问题，并为其提供

解决途径，即反对激进手段，采取非暴力行动，心怀希望，眺望未来。 
纵观整部《乌托邦彼岸》，能够发现斯托帕德与赫尔岑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在身世和身份方面，两

人都因战争动荡远离故国。赫尔岑从俄国出发，经历了一系列逃亡之路，为寻找自己的容身之所和革命根

据地，途径法国、意大利、英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在所有流亡地点中，英国是其革命取得重大成果的地

方。在这里，他创办了自由印刷所，使自己的声音广为流传，间接影响了俄国政局。而斯托帕德因幼年时

政局动荡，随父母逃离捷克，在新加坡、印度等地四处辗转，最终到达英国并且获得英国身份。英国在二

人的生命中都扮演了第二故乡的重要角色，英国的自由态度和改革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 
正因如此，两人在非暴力斗争的态度方面也达成了一致。赫尔岑反对激进手段，而是通过创办自由

印刷所和革命报刊杂志进行斗争，文字是他最有力的武器。而斯托帕德在应对当下政治问题时，也采用

了隐晦的文字形式，即借古喻今的戏剧创作方式。幼时动荡的生活经历让他对政治的谈论极为审慎，他

因此对自己的创作态度一直三缄其口，甚至直言自己的创作不带任何目的，“许多作家满怀理想，他们

通过写作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没有理想。我不能说自己的写作带有任何政治目的”([8], p. 4)。
他在创作中“提出质疑但不提供答案”([7], p. 357)，甚至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转向了“七十年代末英国

的文化撒切尔主义(保守主义)”([9], p. 230)。通过戏剧创作的方式隐晦表达自己的态度，不得不说是他无

意识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方式。 
斯托帕德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政治态度反映在剧作中。“尽管斯托帕德坚持一种浪漫主义的信念，

即他的生活和艺术是彼此互不相干的，但他自己也知道这不可能。”([10], p. 23)因此，通过《乌托邦彼

岸》中斯托帕德塑造两位主角的不同方式，已经能够较为明显地看出剧作者为自己的政治观所做的辩护。

赫尔岑作为全剧最重要的主角，其革命斗争虽未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在剧末被赋予了无限的希望，因此

他保守但坚定的革命方式和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这与斯托帕德的斗争方式如出一辙。可以说，他是按照

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赫尔岑的角色，希望以此体现出自己的政治观，即通过非暴力的反战方式促进社会进

步。这样的声音可以传的很远，传给下一代，因此是真正有力量的声音。斯托帕德本人才是现实世界和

乌托邦之间真正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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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政治、社会、战争等问题，向来是影响艺术创作的主要因素。成长于动荡环境中的斯托帕德，受战

争和政治迫害的影响，产生了明显不同于同时代主流英国剧作家的创作风格。尽管他没有将英国面临的

社会问题像其他剧作家那样直观体现于作品中，并因此在批评界受到争议，但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出政治、权力等因素对艺术家的影响。他拒绝明确反映社会，却体现出更为真实的社会；他避免直接提

供应对措施，却给出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尽管他因为种种原因避谈自己的政治观，但他并不是一个懦夫，

而是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发声的勇敢斗士。他的创作方法为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为当代艺术家

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下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政治观提供了借鉴。 
斯托帕德作为当今英国戏剧舞台上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他的创作目的和态度历来是评论家争相探

讨的议题。本文从讽刺和嘲弄的角色塑造方式入手，分析剧作者对两位主角的不同态度，可以有效证明

其隐晦含义下的真实意图，为研究斯托帕德的政治观添加有力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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